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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林纾冤案事件簿》（以下简称“《事件簿》”）是

樽本照雄的一部学术论文集，共收林纾和林译研究
文章９篇，大部分论文之前在日本已公开发表。此
次结集出版时，樽本照雄为每篇文章撰写了按语，部
分文章增加了新内容或新文献。他为论文集撰写的
前言、凡例和后记，有利于读者更好认识他的研究意
图、研究思路和核心概念。此外，“林译斯宾塞冤
案”“林译塞万提斯冤案”和“林译小说冤案的原
点———关于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这三篇论文以前
从未公开发表过。２０１８年７月，商务印书馆推出该
书的中译本，让更多中国研究者有了深入了解相关
研究的机会。樽本照雄（２０１８：４６２）在《后记》中称，
林纾在翻译的小说中为研究界安置了一颗“炸弹”，
是他在近百年后引爆了这颗“炸弹”。显然，他希望
通过使用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词语，引起中国同行的
注意。两年多过去了，除了报刊上寥寥几篇讨论文
章外，我国学界对这本书的反应似乎有些冷淡。

在笔者看来，《事件簿》堪称林纾和林译研究的
一颗“深水炸弹”。它在许多方面颠覆了百年来国
内外对林纾和林译的普遍认知。樽本照雄对此前林
纾与林译研究的批评、对翻译底本意识的强调，都将
成为我们重新认识林纾和林译的起点。他在９篇论
文中检视了林纾和林译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第一
篇文章“谩骂林纾的快乐”主要讨论林纾如何由外
国文学翻译旗手变成被批判的对象，这篇长文为后

面几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时代语境和批评视
野；第二至第五篇是林译研究个案，这四篇文章在笔
者看来是整个论文集最精彩、最具启发性的部分；第
六至第八篇讨论影响林纾和林译评价走向的两个重
要人物：郑振铎和鲁迅；最后一篇文章从观念认识的
角度反思学界对林译小说的评价。本文不打算详细
介绍该书内容，拟重点探讨其中几篇专门研究林译
的文章，以揭示《事件簿》对林译研究的新突破及其
对我国翻译史研究的启示。
２．《事件簿》对林译研究的新突破

《事件簿》在多个方面有重要突破，首先是观
点、认识的突破。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林译的缺陷形
成了一些稳固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
选材不当，翻译了太多二三流作品；二是随意改变源
文体裁①，如认为林译将莎士比亚戏剧改写成小说；
三是大幅删改源文。这三点可谓林译缺陷论的三根
支柱。经过一代代研究者的重复，似乎已成为“定
论”。２０１６年，陆建德撰文批驳了国内研究者长期
以来对林译通俗作品的贬抑，认为“林译通俗小说
的价值不亚于‘名著’”（陆建德，２０１６：１３５ － １４２），
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谢天振，２０１８：４ －
７；王祖华，２０１９：２３ － ２８）。陆建德的研究推倒了林
译缺陷论的第一根支柱，是近年国内林译研究在观
念上的一大突破。

樽本照雄的研究则动摇了林译缺陷论的第二、
第三根支柱。他通过长年累月的版本搜集和细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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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对照，从大量版本中排查出林译莎士比亚、易卜
生、斯宾塞和塞万提斯的底本，以确凿证据推翻了林
译改变源文体裁、大幅删改源文的论断。“林译莎
士比亚冤案”一文对照了１１个英文版本，最后确定
林译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底本是奎勒·库奇已经小说
化的书籍《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推翻了林译将戏
剧小说化的观点。（樽本照雄，２０１８：２０３ － ２８１）“林
译易卜生冤案”比勘了易卜生《群鬼》的各种英译本
与林译《梅孽》，发现林译使用的底本并不是易卜生
的戏剧本身，而是已经小说化的德尔版《易卜生的
“群鬼”故事》，否定了郑振铎等人认为林译将易卜
生戏剧改成小说的观点。（樽本照雄，２０１８：２８７ －
３０７）“林译斯宾塞冤案”考索出林译《荒唐言》一文
的底本是已经小说化的、学生版的Ｔａ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ｎ
ｓｅｒ，Ｃｈｏｓ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ｅｒｉｅ Ｑｕｅｅｎ，否定了郭延礼等学
者认为林译将斯宾塞的长篇寓言诗改为散文故事体
的说法。（樽本照雄，２０１８：３０８ － ３２１）“林译塞万提
斯冤案”对照了９个《堂·吉诃德》英译本和１个日
译本，认为林译《魔侠传》的底本很可能是莫妥英译
本。（樽本照雄，２０１８：３２２ － ３６６）进一步的文本对
照表明，林译并没有对源文随意进行大幅删改。

《事件簿》在史料上也有很大突破。史料是翻
译史研究的基础，但“史料的停止已成了翻译史研
究新进展的一个障碍”（王建开，２００７：５６）。梳理五
四以来的林译研究，我们发现大部分研究偏重现有
史料的阐释，具有突破性的史料挖掘并不多。比较
严谨且重要的史料挖掘，大概有五次。第一次是
１９３５年，寒光在《林琴南》中列出１７１种林译作品的
书名，比较详细地注出了大部分译作的原著书名、同
译者和出版者，并辑录了学界对林译的评论，填补了
当时研究的空白。第二次是１９６０年，阿英在《晚清
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收录了林译小说的
序文、识语、小引、时人对林译的评论和诗文题咏等
数十篇。第三次是１９８１年，马泰来在《林纾翻译作
品全目》一文中考订出林译大部分作品所据原著的
书名，至今仍是林译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第四
次突破发生在１９８２年，薛绥之和张俊才在《林纾研
究资料》中收录了林纾发表在《平报》上的５６篇译
作篇目。第五次是１９９４年，李家骥等根据林纾手稿
整理出版了《林纾翻译小说未刊九种》，成为研究林
译手稿的珍贵资料。樽本照雄本次发现的四个林译
底本，堪称林译研究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史料突破。
这一突破不在数量和规模上，而在其发现的问题及
底本发掘可能产生的颠覆性力量上。这几个底本的

发掘不仅动摇了林译缺陷论的两大支柱，还将促使
更多林译底本的发现，引发许多延伸性思考：如果林
译莎士比亚、易卜生、斯宾塞和塞万提斯存在我们以
前所不知道的底本，其他林译本会不会也有类似情
况？如果那些广为接受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我们
之前对林译的认识到底有多少站得住脚？清末民初
其他译者的译作会不会也存在我们还不知道的底
本？我们对清末民初翻译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可
信的？可见，这四个底本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不仅
会彻底改写文学史、翻译史和林译研究的相关论断，
而且也会根本动摇我们对现有林译研究的结论，甚
至是清末民初翻译研究结论的信心，促使我们进一
步扩大质疑和反思的范围。

樽本照雄的研究还突破了“原文－译文”对照
法的“原文”误区。林译到底依据什么底本翻译的？
以前很少有人深究或者说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意识到
还有底本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一
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习惯的“原文－译文”对照法存
在盲区。我国学者在研究清末民初的翻译时，最常
见的文本对照方式有两种：一是将现代译本与清末
民初译本对照，一是将所谓的外国“原文”与清末民
初译本对照。前一种做法显然存在很大问题，渐渐
已被严谨的学者抛弃，但后一种做法仍很普遍。樽
本照雄的研究表明，后一种做法也存在很大问题，而
且具有更大的迷惑性。针对“原文－译文”对照法
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原作”“小说化”“改作”“底
本”等概念，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提出的“原
作”与“底本”这两个概念。“底本”原是校勘学上的
一个术语，指的是“校勘一部古籍时所采用的工作
本”（王瑞来，２０１９：３）。在校勘学上，“选择底本是
校勘古籍最重要的一步”（同上）。翻译研究的文本
对照也类似于校勘，确定底本应是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樽本照雄的研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
特别重视底本考索这个环节。他没有明确界定“底
本”的含义，但从他的论述看，“原作”是作者用创作
语言出版的完整的作品，“底本”是译者翻译时使用
的特定文本；“原作”可能有多个衍生版本，“底本”
则往往只有一个。一部作品问世后，因再版、重印等
原因会产生不同版本；为满足不同需求，还可能被改
编、改写或删节，从而产生不同的改编本、删节本、缩
写本等等。即使是再版、重印，书籍的装帧、序跋等
也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而大多数译者在翻译
时，只会使用某一个版本作为翻译底本或主要底本。
如果拿一个并非译者翻译时使用的底本（这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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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称为“伪源文”）考察译文，所得出的结论将很
难与事实相符。樽本照雄意识到“原作”可能存在
不同的物质形态，而“底本”却具有唯一性。他的研
究表明，林译莎士比亚作品、《梅孽》《荒唐言》和《魔
侠传》的底本均不是原作，而是已经小说化的改编
本、小说化的英译本、小说化的学生版本或调整了排
版的英译本。认识到“原文”与“底本”的概念性差
异，是他能够突破前人研究的重要原因。
３． 《事件簿》对我国当前翻译史研究的启示

尽管樽本照雄将这本论文集命名为《林纾冤案
事件簿》（日语原名为《林纾冤罪事件簿》），其学术
价值并不仅仅在为林纾平反。樽本照雄的研究暴露
了林译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他在论
文中所做的尖锐批评、详细描述的底本追查与文本
比勘过程、以及极力纠正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误
区，对我国当前的翻译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警示作
用和启示意义。

首要的一个启示，就是翻译史研究应高度重视
文献的考证和研究材料的适用性。翻译史研究属于
历史研究的一种特殊类型。历史研究素有考证与著
述之分。史学家大都同意史料考证对于撰述的重要
性。历史学家何炳松指出，“无考证而言著述，必流
为无根之谈”，“著述之道，根考索而来，非凭虚作
赋”（转引自王尔敏，２０１８：２４０）。王尔敏（２０１８：
２３９）亦认为，考证辨异是历史著作的预备工作。纵
观百年来的林译研究，存在明显的重著述、轻考证倾
向。林译研究著述不计其数，进行严谨史料考证的
却并不多。林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源文？按
理说只有在确定了林译的底本并通过大量、缜密的
文本比勘后才能得出结论。但是早期的研究者（如
郑振铎、寒光等）基本没有进行细致的文本对照。
新时期后，通过文本对照考察林译的渐渐多了，但拿
来和林译对照的文本却往往很成问题。有的研究者
随便拿一个现代译本与林译对照，如拿１９５８年董秋
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与１９０８年林译《块肉
余生述》对照。（韩洪举，２００５：１２６）有的则随便拿
一个与原作同名的外文版本与林译对比，如将１９９４
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Ｄａｖｉｄ Ｃｏｐｐｅｒｆｉｅｌｄ与１９０８年林
译《块肉余生述》对照。（刘宏照，２０１１：２９７）我们不
禁要问，林纾和董秋斯用的是同一个底本吗？林纾
及其合作者１９０８年翻译时会使用外文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Ｄａｖｉｄ Ｃｏｐｐｅｒｆｉｅｌｄ吗？像这样不考虑史料
的适用性、随意比较的情况，在林译研究中还很常
见。建立在这种史料比勘基础上的研究显然令人生

疑。历史研究强调尽可能使用第一手文献，但我国
２１世纪以来出版的好几部林译研究博士论文，使用
的竟然都是１９８１年商务印书馆重印的１０部林译名
著。这些新版译著的副文本，如文字体系、排版方
式、封面设计、书末广告、插图信息等，与清末民初版
本存在明显差异。重印本有时还会出现错别字，如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版《不如归》有一处林纾按语为
“欲著《甲午海军戴盆》”（林纾，魏易，１９８１：８０），其
中的“戴盆”很费解。经笔者比勘，发现“戴盆”实为
“覆盆”之误。因此，要考察林译，应尽量使用清末
民初版本，最好是初版本。

樽本照雄提出的底本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他严格依据底本对译文做出评价的做法，应成为我
们今后进行翻译文本对照的基本要求。在研究清末
民初的翻译文本时，尤其要有版本意识和底本意识，
要意识到“原作”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或改写本，文本
对照时要尽可能找到译者当时使用的“源作”（即
“底本”）。以前我们的底本意识不够强，与我们对
翻译活动的动态性、社会性认识不足有一定关系。
我们要认识到“原文－译文”对照法是存在问题的。
“原文－译文”对照法只关注翻译活动的一头一尾
（即原作和译作），忽视了原作物质形态的衍变和译
本的制作、传播过程。事实上，从原作的物质赋形到
译本选择、文字翻译、译本制作、译本传播和读者阅
读，每一个环节都有许多行为主体参与其中。有学
者指出，翻译史研究不仅要关注译本（ｐｒｏｄｕｃｔｓ），还
要关注翻译的生产和消费过程（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ｉｚｚｉ，Ｌａｎｇ ＆ Ｐｙｍ，
２０１９：２）关注译本的产生、传播和接受过程，这也是
翻译研究社会转向（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ｕｒｎ）应有的内涵。樽
本照雄关注的是翻译活动的起点，他充分注意到原
作物质形态的动态衍变性。图里也注意到翻译源文
的复杂性。他在谈到描述翻译学的关系假设（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时指出，要考察目标文本和源
文本的关系，首先必须确定源文（ｏｎｅ ｗｏｕｌｄ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ｏｕｒｙ，２０１２：９９）他认为有四种情况会令源文的确
定十分棘手：１）在同一源语文化和语言中，假定的
源文（ａｓｓｕｍ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ｓ）可能存在不止一个版本；
２）有好几种语言的文本可充当源文本，译者可能只
使用了其中某一种语言的文本作为翻译的源文，或
者使用一个纂辑而成的混合文本（ａ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作为源文本；３）自译（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的
情况；４）间接翻译（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的情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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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使用某一译本作为翻译的源文。（Ｔｏｕｒｙ，
２０１２：９９ － １０２）樽本照雄的个案研究与图里的理论
概括共同强调了一个问题，即翻译史研究要高度重
视底本的复杂性，要注意对底本进行甄别。令人欣
喜的是，底本问题已开始引起我国一些学者的注意。
如有学者通过研究严复手批《国富论》的英文底本
推翻了许多研究结论。（刘瑾玉，２０１５：３３ － ３９；刘瑾
玉，２０１８：１４２ － １４９）近年来，国内外还有一些学者开
始研究翻译手稿（Ｍｕｎｄａｙ，２０１３：１２５ － １３９；张汨，文
军，２０１６：１２０ － １２８；张汨，２０１８：７５ － ７８），其中一个
原因也是认识到翻译活动的动态性和“原文－译
文”对照法存在的问题。

还应当注意的是，在解释译本偏离源文的现象
时，也要注意防止静态思维和简单化处理。要认识
到从译者完成文字转换把译稿交给出版机构，到译
本最终出版发行，译者、出版机构、译审、编辑等行为
主体往往都会参与译本最终面貌的形塑。因此，最
终送到读者手中的译本，并不单是译者翻译行为的
文本化结晶，而是多个行为主体合作与妥协的结果。
如果某个译本偏离源作，有些是译者的操作，有些则
可能是其他行为主体干预的结果。葛浩文在谈到自
己的翻译经历时就说，西方的出版商和编辑最喜欢
做的事情就是删、改译文，他翻译的许多中国作品，
都因为出版商、编辑的建议或要求被迫做了较大幅
度的删改。（李文静，２０１２：５９）出版家沈昌文
（２０１１：５５ － ５６）回忆他负责出版的翻译书籍《情爱
论》和《第三次浪潮》时透露，当时他作为出版人因
害怕书内的某些内容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
直接出手对译文进行了删节。葛浩文和沈昌文的经
历告诉我们，拿着译本讨论译者如何删改或操纵源
作，把译本的变形或偏离全部视为译者的翻译行为，
也存在很大问题。

樽本照雄的研究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翻
译史研究者要始终对那些广为接受的观点保持高度
的怀疑。樽本照雄在研究中常常以研究长编的形
式，不厌其烦地梳理一代代林译研究者因袭、犯错的
过程，充分暴露了林译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盲从权威、
批判不足的问题。笔者在阅读他的这些文章时，一
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他能够发现我们长期以
来忽视的林译底本问题？他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
的？樽本照雄没有明确阐述，我们需要从他发现底
本的过程中去寻找答案和启示。

论文集最后一篇文章“最近的林译小说评价—
某种不安的新趋势”讨论的是林译小说评价的结构

或框架。樽本照雄（２０１８：４３０ － ４３４）在文中质疑了
郭延礼提出的两个观点：一是“以译文为中心”的翻
译研究观，一是“翻译就是再创造”的翻译认知观。
樽本照雄担心这两个观点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只以译
作为中心，不再讨论译作与源作的关系。在他看来，
不讨论译作与源作的关系，根本算不上翻译研究。
（樽本照雄，２０１８：４３５）这一观点似乎有些老套，但
对于清末民初翻译的研究来说可谓对症下药。樽本
照雄没有提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其实郭延礼的两
个观点与图里倡导的描述翻译学思想颇为相近。因
此，樽本照雄对郭延礼翻译观点的质疑，亦可视作对
以目的语为中心的（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翻译研究模式的
质疑和反思。以目的语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是当代翻
译研究的一大突破，但运用不当很容易忽视或弱化
译本与源作的关系，对清末民初翻译的研究来说尤
其如此。这一时期的许多译本没有准确标注底本信
息，有的译本甚至到现在还没有查到对应的题名。
因此，要研究清末民初译本与源作的关系，常常面临
很大困难。以目的语为中心考察翻译的可接受性，
可以只研究译本与目的语文化的关系，而不必关注
源文（Ｔｏｕｒｙ，２０１２：９９），这为绕开困难重重的源文
－译文对照提供了理据，开拓了清末民初翻译研究
的广阔空间。但这样一来，追查翻译底本就变得可
有可无了，这正是樽本照雄所担心的“不安的新趋
势”。他反对“翻译就是再创造”的观点，主要是因
为清末民初的翻译通常被认为是“再创造”的、以意
译为主的，结果就容易打消我们考察译作偏离源文
真相的念头。他的这些看法与他所秉持的底本思想
是暗合的，因为如果不重视译本和源作的关系，也就
不必再去费力追查翻译底本了。笔者认为，樽本照
雄之所以能够突破前人研究，很大原因就在于他并
不轻易附和任何权威或翻译理论。他并不认为清末
民初的译本就是译者的随意再创造，这是促使他锲
而不舍追查底本的观念动力。换言之，对源文－译
文这个连续统内文本关联的坚守，是樽本照雄不放
弃底本追查的重要原因。樽本照雄的研究，从某种
意义上讲是对描述翻译学研究思想的一种纠偏。

樽本照雄对林译《凯彻遗事》的研究，很能反映
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批判意识。他研究的起点
并没有特别之处，不过是拿林译《凯彻遗事》的开头
一段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原文进行比较。他发现林译
开头提到了罗马立国４５０年，但在他用以比勘的莎
士比亚原文中根本找不到这一信息。这种信息出入
在清末民初的译本中很常见，但樽本照雄并没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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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地认为这就是译者的随意增添或“再创造”。
他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莎士比亚原作的开
头中哪里写着罗马建国４５０年了？林译对历史背景
做了说明，难道是他自己经过调查的创作么？林译
的表现不含［合］常情”（樽本照雄，２０１８：２６４）。他
随后产生的疑问直接催生了他的底本意识：那些声
称林译将戏剧改成小说的人有没有将英文与林译进
行过对照？林译《凯彻遗事》会不会像林译《吟边燕
语》那样，翻译时使用的是一个已经改变为散文的
文本？于是他就去搜集莎士比亚原作的各种版本，
最后确定林译历史剧的底本是奎勒·库奇的小说版
图书，一举推翻了林译将莎士比亚戏剧小说化的说
法。从这个例子看，激发樽本照雄去追查底本的灵
感就来自他对文本事实的尊重、敏锐的质疑思维和
强烈的学术批判意识。
４．结语

皮姆（２００７：５ － ６）认为，翻译史至少应包括翻
译考古、历史批评和解释三个领域。底本考辨正是
属于翻译考古的一种“复杂侦探工作”（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ｅ
ｔ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是历史批评和解释的基础。林译小说
到底有没有随意更改源文体裁？有没有大幅删改源
文？这些问题应通过扎实的史料比勘才能得出站得
住脚的结论。樽本照雄的根本性突破在于他有强烈
的底本意识。在该意识的驱使下，他锲而不舍地去
追查林译底本，并通过追查来的底本与林译对照，重
新认识和评价了部分林译作品。他并没有完全否定
林译有偏离底本的情形，但他的研究表明，我们以前
对林译缺陷的认识很不可靠。他在这本论文集中讨
论的底本虽然数量有限，但足以让我们怀疑百年林
译研究的结论，甚至是清末民初翻译的研究结论还
是否可信？隐含在他研究背后的观念、方法和批判
精神，对我国当前的翻译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尽管他的有些观点（如对郑振铎的评价）还有讨论
的空间，但从他所发掘的底本的价值、倡导的底本意
识以及揭示的林译研究中的深层问题这些方面看，
《事件簿》堪称林译研究的一个界碑，应该成为我们
重估林译乃至清末民初翻译的一个新起点。
注释：
①受樽本照雄底本思想启发，本文在行文时有意识区分了
“原文”（或“原作”）与“源文”（或“源作”）（引用文字除
外）。“原文”指原作者以创作语言出版的、完整的初版本，
对应的英文为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ｅｘｔ。“源文”指译者翻译时使用的
文本，与“底本”概念重合，对应的英文为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或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英文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直译当为“提

供信息来源的文本”，实际上就是“底本”，但国内一般通译
为“原文”，现在看来不够准确。有些研究使用的“原文”实
际上是“伪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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